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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人認為對於課程決策和權力總是讓人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尤其是在政治一黨獨大的時期，執政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同時一人決定國家教育的政策方針和課程內容，不免讓人覺得過於集中化和單一化，畢竟一人的思慮和見識是有限的。甄曉蘭（2004)指出1987年解嚴後，課程決策和權力逐漸下放，廣納各方意見，九年一貫課程鬆綁，學校本位課程興起，為教育和課程注入一股充滿希望和活力的泉源，然而課程決定的權力是否真的能轉移成功實質下放到學校層級與教師身上呢？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涉及許多層面，上至校長，下至行政人員、老師和學生，甚至向外發展，包括家長、社區人士、學者專家，絕對不是靠一、二位教育工作者就能夠完成，因此大多交由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組織中的課程發展委員會來負責和運作，集結各方意見和看法，經由對話、溝通和協調，才能順利推展。但是，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組成為何？其會議的焦點是甚麼?誰具有決策的權力呢？是不是以教師專業作為課程發展的優先考量呢？還是以現實的資源為導向呢？這些都是以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最不願意探討的問題，也最不敢公開讓人了解的資訊，更叫人不敢碰觸的灰色地帶。
當本人進到本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時，發現真實景象並非理論上和理想中的美好，各領域召集人為了彈性課程配課到自身領域的節數爭論不休，權力糾葛不清，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場和主張，每個人都希望達成所賦予的使命，但是彈性課程的節數是固定的，僧多粥少，一定會有分配不均的情況，有些領域或科目必須犧牲，無法順利配課，如果各持己見，協調不成，只好由校長和教務主任做裁示，而校長的領導風格和意識形態往往決定下一學年課程的關鍵，不禁讓人感到憂心，這樣的課程發展是不是又是另一種「集中化」和「單一化」呢？
本人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的決策與權力分布之探究，試圖以知識社會學作為理論基礎，從學科本位課程、校長領導課程和教學的認知、教師甄選制度影響課程領導、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焦點、家長會參與校務、專家學者的評鑑等六個方面，去理解各方角力學校本位課程決策的過程和權力分布的結果，並透過本人和其他研究者的親身經驗獲得驗證。本人認為應該是釐清這些問題的時候了，並且要立即解決這些問題，否則這樣立意良好的教育政策和課程改革，恐怕不了了之，更令人擔心是這些問題難道不會延伸到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場域嗎？
2、 名詞釋義
1、 課程的定義
甄曉蘭對「課程」的定義做了以下的歸納：「課程」一詞來自對英語curriculum的翻譯。回到拉丁字源Currere的「跑道」(race–course)或「跑道」(running the race)的字義來作進一步詮釋，Pinar(1975)等人強調課程是對生活經驗的詮釋；Davis,Sumara & Kieren(1996)則認為課程是一種流動的形式(moving form)、一種動態的結構(dynamic structure)，課程與教育活動共生共存，很難彼此抽離而獨自存在；Kliebard(1972)指出課程是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的選擇性產物，是不同利益團體就各自所訴求的價值與傳統，而相互角力的結果，反映出不同利益團體對社會、政治和經濟情況的看法 (引自甄曉蘭，2004， 230-233)。
2、 學校本位課程的定義
一所學校為了達成該校的教育目標或是解決獨特的教育問題，乃由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以學校為主體，共同發展具有該校特色的課程(教育部，2000b)。以學校為課程發展的主體，強調每一所學校都是教育改革的基本實踐單位，並且以教師為課程決定的核心，體現教師是課程的設計者與實踐者，利於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實踐(甄曉蘭，1999a)。

3、 課程決策的定義

Moore(1990) & Hughes(1991)認為「課程政策」(curriculm policy)，是指課程方案教化，以做為日後進行課程實施之方針，Higham,Sharp & Yeomans指出「課程決策」(curriculum policy decision marking)，是指有關「課程政策決定」或「課程政策之決定」，也是有關課程政策目標方針與課程方案計畫等課程政策之規劃、變革、發展、推廣與評鑑之決定(引自蔡清田，2003，25-26)。
4、 權力的定義
維基百科對「權力」的定義作了以下解釋：權力一詞來自對英語power的翻譯。power來自拉丁語potestsa或potentia，引申自拉丁語動詞potere，意為可以做某件事，權力則指通過意志的運用以達到某種目的的能力。權力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是政治學、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學的核心概念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8A%E5%8A%9B)。
Nash(2000)認為權力是在政治機構中進行的力量、影響和權威等；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權力應被視為是社會階級與國家文化霸權的問題；韋伯主義指出國家機器運作中，不同行政組織權力的衝突；Foucault(1980)認為可以把權力視為一種壓制的權力，一種法治權概念的權力，也是貫穿整個社會實體的生產性網路，它的功能不只是負面和壓制的；Ｃherryholmes(1988)主張課程是有關學生學習機會，學習機會的有無是由權力分配，課程與教育行政及教學有密切關係，課程之垂死、有病，與權力的利害關係有關 (引自吳裕聖、卯靜儒，2004，140-142)。
3、 知識的社會學
黃光雄、蔡清田(1999)和黃政傑(1999)認為課程決策往往涉及政治社會、專業技術與學校文化面相等社會文化價值的決定，其中存在著許多矛盾與爭議、價值對立與利益衝突。另外，國外學者Latwon(1980)指出課程控制(curriculum control)，一直都是許多課程決策者所關心的焦點； Marsh & Willis(1995)由以上論點指出課程決策與課程控制有著極密切之關係，而且涉及不同的政治社會文化脈絡情境之影響因素(引自蔡清田，2003，26)。
Foucault最主要的研究是權力和它與知識的關係（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表現。他將歷史分化為一系列「認識」，將「認識」定義為一個文化內一定形式的權力分布。權力不只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能量流」。能夠表現出來有知識是權力的一種來源，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有權威地說出別人是什麼樣貌和他們為什麼是這樣的。他不將權力看做一種形式，而將它看做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而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於社會的不同方式。
Foucault在研究監獄的歷史的時候，不只研究看守的物理權力是怎樣的運作，還研究他們是怎樣從社會上得到這個權利的？監獄是怎樣設計的，來使囚犯認識到他們到底是誰，來讓他們銘記住一定的行動規範。並且研究了「罪犯」的發展，研究了罪犯的定義的變化，由此推導出權力的變換。對他來說，「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歷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只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他認為依靠一個真理系統建立的權力可以通過討論、知識、歷史等來被質疑，通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或通過藝術創造也可以對這樣的權力挑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2%85%E6%9F%AF)。
陳伯璋(1988)指出學校如何選擇課程？根據甚麼標準？何種學生應接受哪種課程？過去都被認為是不必太爭辯的，學校是價值中立，且符合社會正義的原則來設立的。然而若是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課程目標的決定、教材的選擇及學習結果的評鑑之過程，都充滿著價值判斷，而不純然是客觀事實的呈現。關於這一點，從許多已經存在的學校本位課程的決策結果可以得到驗證。
4、 學校本位課程的組織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涉及層面甚廣，如果沒有各種層次的組織進行有系統地運作，絕對無法發揮功能，達成理想目標，為了要有層次性的分工，有關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組織可以分為以下四種(教育部，2000b)：
1、 課程發展委員會
1998年教育部發佈之《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規定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其由校長、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學年及學科教師代表、家長與社區代表組成，必要時亦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課程發展委員會是全校性功能編組，也是學校與家長、社區溝通及建構學校課程共同願景的組織，負責審查全校各年級的課程計畫，以確保教育品質，檢視各科是否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待、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職同仁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全校總體課程方案，並且在課程實施之前，將整年度的課程方案呈報主管機關備查。
2、 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學習領域小組分為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科技、綜合活動等七組，內容包括學科及新興議題。各小組由該學習領域任教的教師參加，於小組討論中交換個人有關教學與輔導學生各層面的心得與經驗，一同研究課程與教學，一起選擇、發展與設計教學主題與教材內容，並且協調各學習領域內的課程，決定如何分科或合科。其次，還要共同統整相關學科知識，邀請學科專家專題指導，或者與鄰近的學校，形成跨校學習領域小組。同時，還需要負責撰寫各學年各學習領域的課程實施計畫，並且依學生性向、社區需求及學校發展特色，提供選修課程。
3、 學年課程小組

由各學年所有任教教師組成，一起協調各學習領域課程的內容與節數，討論課程如何統整，規劃辦理全學年的活動。
4、 教師自組研究小組

參加成員可分為個別教師、教師小組、全體教職員、親師與學生等幾種類型。教師可以個別進行課程研究，也可以與校內外的老師組成小組討論，也可以與家長或學生共同進行研究。
5、 學校本位課程決策與權力分布
本人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的決策與權力分布之探究，從學科本位課程、校長領導課程和教學的認知、教師甄選制度影響課程領導、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焦點、家長會參與校務、專家學者的評鑑等六個方面，並結合本人和其他研究者的親身經驗，去理解各方角力學校本位課程決策的過程和權力分布的結果。
1、 學科本位課程

過去，學科本位課程內容明顯反映於課程標準的學習內容上，但隨著學術分化日益專精，哪種學科最重要？甚麼樣的知識最有價值？誰與升學考試最相關？就最有資格瓜分課程內容之大餅，就成為相當政治化的過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程中心，2001）；本人認為各方勢力妥協結果，常常是不斷增加學生在學科方面的節數，提高學習內容的份量，而關於德育、體育、群育、美育等課程往往是不被重視的地方、被犧牲的一群，我們企圖改變這樣教育缺失，因此才有學校本位課程的誕生。

學校本位課程強調以個人生活經驗作為學習中心，切合學生需求，重視個別差異，但是升學導向的觀念深植校長、教師和家長心中，沒有第一志願的升學率，就算學校本位課程再怎麼有特色，也難以改變長久以來升學領導課程和教學的偏差觀念。本人任教學校企圖提升學生學科能力，而將藝能課配給學科教師，例如：家政課配給國文教師、童軍課配給數學教師、健康教育課配給英文教師、生活科技課配給自然教師等，以增加學科上課的節數，因此學科本位課程早就喬裝成披上學校本位課程的羊皮之惡狼，潛進到學校本位課程的領域中。
2、 校長領導課程和教學的認知
黃昱碩(2007)指出透過校長教學領導中的「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作為」，最能夠有效革新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文化和改善成員觀念與態度，因此，建議推動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專業成長的進修制度，校長應該全力支持並鼓勵委員進行碩士或更高學位的在職進修。但是，本人所任教的學校在創校第一年至第六年期間，當時的校長只允許學校教師利用下班後、周末假日或暑假進修碩博士學位，不准利用公餘時間進修，擔心影響學校課程和教學的進行及班級經營，因此，未經學校教評委員會開會討論，便直接否決想利用公餘時間進修碩博士的教師之報考申請，對於有家庭、有幼子的教師而言，進修是遙不可及的夢。
3、 教師甄選制度影響課程領導

黃宗顯(2008)提出「教師甄選制度」會影響校長在教學領導與課程領導，本人深有同感，本人任教學校在創校第一年至第四年期間，為了打造第一志願升學率，學校教師組成幾乎都是學科考量，又以主科為眾，因為當時的校長認為主科擔任導師，因任課該班的時數較多，利於班級經營。為了達到要求教師在教學上和學生上的超額付出並配合行政所有合理和不合理的措施，寧可從教師甄選中挑選初任或教學經驗少的學科教師，也不願開介聘缺額，因為害怕介聘到本校的資深教師帶來他校的民主制度和思潮，影響到校長的掌控，這難道不是另一種霸權的宰制嗎？失衡的教師結構，美術、童軍、體育師資嚴重不足，偏頗的學科配課制度，教師該如何發揮非本科課程的專業呢？學生又怎麼能五育均衡發展呢？更遑論要發展出具有草根性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了。
4、 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上的焦點
藉由莊雅雯(2012)所提到擔任領域召集人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實務經驗中，我們知道會議中的「領域時數」是大家最重視的焦點，也是各個領域召集人兵家必爭之地，因為它關係到學科課本內容是否能順利上完，新學期的導師和專任教師職務分配，甚至教師的聘任，更可能引爆超額教師的核子風暴等種種問題，因此，每位領域召集人背負領域內的每位教師賦予的神聖使命，各方人馬無不卯足全力，準備全面開戰。會議開始，教務處一定早有盤算，課程規畫和各領域時數分配先有草稿，我們不禁想問：「草稿從何而來？是誰決定的呢？又是根據甚麼基礎或理論來分配呢？」種種的問題，都無法深入探討背後的原因，卻早已充滿權力的拉扯。

各個領域召集人只看到眼前紙上的各領域時數，準備摩拳擦掌，爭食其他領域的嘴上肉或是捍衛自己的疆土，行政人員與各領域召集人從各自的立場協調時數，此時唇槍舌戰、刀刀見骨，如果無法開疆拓土，至少要鞏固既有的疆域，戰況激烈非外人能夠想像。有時一場會議結束後，同事之間濃厚的交情可能在各為其主、各自領域立場之下，反目成仇人，不相往來，而領域召集人若能守土有成，則贏得自家領域眾人掌聲；反之，若與前一學年相較之下減少時數，恐怕招眾人撻伐，甚至冠上喪權辱國的罪名。這樣的強大壓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鮮少人願意自願擔任領域召集人，因此各領域召集人的產生幾乎都是用「輪流」擔任，年年更換，年年不一樣。
5、 家長會參與校務
李逢堅(2000)認為過去的家長會一直以來給人傳統印象是學校「金主」的角色，支援學校經費支出，多以服務支持性角色為主。鄭東瀛(2002)指出自從1999年立法院通過國民教育法增修條文，依該法規定國民中小學校長應經遴選產生，而遴選委員會的組成雖然各縣市不一，但是家長會代表參與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一，這意味家長會介入學校校務運作，有相當的影響力，不論是尋求連任的校長或新任校長都要「相當」尊重家長會意見。林惠利(2010)認為當前的台灣中小學學校組織，係由學校行政、教師會和家長會之校園金三角結構所組成，為了鞏固本身的權益，學校自然成為一個權力關係的競逐場域。由於學校長期依賴家長會在地方上人脈關係和經濟上的金錢支援，加上教育改革後賦予家長會正當性的權力行使基礎，導致強勢的家長會會長較容易擴大家長會權力的行使範圍，因此家長會的教育理念延伸至學校本位課程，自然不容懷疑。
本人任教學校去年的家長會會長，有別於以往其他會長單純給予學校經費支援的角色，對於學校的課程發展特別關心，尤其是自然科課程和參加全縣科展方面，他願意撥出時間，自願來擔任某一周末班的自然課程教師，並要求學校參加全縣科展至少三件以上，而學校非常重視當時會長的意見，立即執行參加全縣科展三件的計畫，積極覓尋指導教師和有興趣的學生設計作品，參展後也得到豐碩成果，這是有別於以往本校參加全縣科展的消極態度，驗證了家長會對學校課程的影響力。
6、 專家學者的評鑑
莊雅雯（2012)認為學校本位課程隨著九年一貫政策推波助瀾下誕生、施行，然而，對於現場教師而言，理論所揭示的與其所經驗到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存在極大的落差，前者對後者產生不對等的宰制關係，但後者也會有所抵抗，並非乖乖受縛，背後隱藏著複雜的權力運作關係。當校長和教師所認定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教授所指的並不相同時，最後是誰來決定甚麼才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呢？在校務評鑑的會議上，教授們顯然擁有判定的權力，因為他們掌握學校評鑑績效的評分權；但是對於在場的校長和教師們而言，一方面要假裝誠心地接受教授的指正，但是另一方面又透過資深教師的抱怨表露出自己的立場，直接對教授提問：「請教授告訴我，學校本位課程到底是甚麼？」
莊雅雯（2012)指出教授所代表的學術論述結合學校的評鑑機制，在理論定義和詮釋上取得絕對的優勢，面對這樣不平等的對待關係，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和教師的實務經驗進行評斷，學校和教師出現自動符應的現象便是理所當然，而許多學校本位課程彼此類似更不足為怪，因此，專家學者的評鑑又是箝制學校本位課程另一隻無形的黑手。
6、 結語

莊明貞(2002)指出在九年一貫課程要擬定之初，無論是領域內的各科以及六個重大議題和七個領域皆進行一場知識權力的拉鋸戰。甄曉蘭(2004)認為課程決定權力的轉移與運作，是否有效協助教師解決教育的實務問題、增益學生的學習機會與成效、發展教師的專業權能等，都是學校行政人員和教師需要不斷省思批判及自我提醒的。改革並非一夕可得，尤其學校的課程要從中央—邊陲課程的發展模式，瞬間改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模式，對許多學校、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和家長來說是很大的衝擊。當要改變既定的運作模式，通常會帶來不安、焦慮、質疑，甚至是抗拒（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程中心，2001）。本人認為權力雖然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但它卻產生深遠的影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過程是由各校自主，因此各校也需要發展適合自己學校的管理策略和權力合理分布，才能避免造成紛爭和困擾。
為了發展出真正符合學校特色的本位課程，本人試著從學校本位課程決定和發展所包含的成員提供以下建議：校長應放下身段，分享權力，採取民主理性的領導，積極並主動領導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行政人員可以協助校長，支援教師；教師應該積極參與教師成長團體，如讀書會、研討論或校內外進修，營造學習型組織氣氛和文化；家長會應該避免直接決定學校政策的執行，尊重教師的專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可向學校反應與討論對課程的意見；社區人士可以提供物質與人力資源，支援課程的實施；專家學者可以提供學校發展課程的諮詢、建議，幫助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的討論；政府人員提供各項行政支持、經費與資源。每位成員賦有各自權力，相對也有其職責，學校內各司其職，並善用校內外人力資源，組成不同層級的課程發展小組，在權責清楚分工下，激發學校不同層面的創意，考量不同層面的條件與需求，才能發展出真正符合學校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建構學校共享的願景，才是學校、教師和學生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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